一、引  言
　　
　　在2000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笔者曾经提出了“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命题，但对其整体体系始终感觉到难以完全把握，至于如何与具体制度相结合，更是无从下手。适逢此时，刘剑文教授主编的《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以下简称“《税法学》”）和《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二书相继出版，让笔者感觉到豁然开朗，或许对“中国税法现代化”命题作一阶段性梳理的时机到了。[1]
　　
　　二、标志和体系：中国税法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现代总是与传统相对而言的。在新中国，税法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七、八年的时间。20世纪末以前，相对于其它法学学科发展的蓬勃态势，税法研究却仍然以“税收制度研究”的面目在税收经济学的圈子里“邯郸学步”，其所存在的问题，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分析。[2]笔者则将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的这一段时期称为传统税法学阶段。
　　从20世纪末开始，在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资源的挖掘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税法学进入了一个快速、繁荣的发展时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税法的概念与本质、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与结构和税法的价值与原则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界定，目前的税法学研究表现出对传统税法学的极大突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笔者将之称为现代税法学阶段。
　　中国税法的现代化，实际指的就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可以大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考察。从实践方面看，立法可以被认为是实践之先。如果我们把2001年《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时对合同法中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的援引作为起点的话，[3]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税收立法现代化标志的体现寄托于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税收基本法》的出台，至于税收司法、税务行政等其他实践环节中税法现代化的标志，还需耐心的等待和发掘。从理论方面看，虽然从20世纪末以来，涌现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真正作为一个较完整体系呈现出来的税法学，应属刘剑文教授先后主编的《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同样，如果把20世纪末以来涌现出的税法学研究成果视为中国税法学现代化的起点的话，笔者以为可以将《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作为中国税法学开始全面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
　　中国税法的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其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尽管目前给“中国税法现代化”作一个描述性定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可以简单地将其目标归纳为“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至于中国税法学现代化的具体内容，结合《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来看，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4]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将两书作为中国税法学现代化的标志的原因。 
　　第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两书表现出对传统税法学的极大突破。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至20世纪末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说，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总而言之，笔者以为，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乃是传统税法研究缺乏自己的基本理论。这是传统税法研究面临的最大理论困境。
　　而《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恰恰就针对传统税法学的上述根本缺陷作出了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债务关系性质的定位，以及将税收债务关系作为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的核心。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其对税法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可简单归纳为两点：一是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调整对象的法律表现形式，几乎可以体现出税法的所有特征；二是税收法律关系所包含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构成方式，也几乎涵盖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各个方面的内容。因此，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认为，“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5]而将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债务关系的定性，也无疑为中国税法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第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的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传统税法学，或者根本不涉及税法意识问题，或者把税收经济学者所研究的“纳税意识”直接移作己用。这种做法由于将税法意识的主体仅限于纳税人，所以实际反映的是“人治”观念，体现出“不平等”的片面性。在税法学教材中，《税法学》则首次将税法意识问题专章（第九章）予以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表现出与传统的截然不同，笔者将之称为对税法意识的重构。
　　所谓重构税法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法意识”来统领“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从而改变传统税法学将“纳税意识”片面地等同于“税法意识”、而根本不涉及“征税意识”的错误做法。《税法学》第九章就将税法意识定义为：“主要是指社会上人们对于税收现象和税法现象的认识、态度、评价和信仰，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对于税收和税法的主观意识与观念。”[6]并对税法意识的含义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分析，如认为税法意识的主体既包括作为纳税人的国民，还包括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上述各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将税法意识的体系界定为包括税法心理、税法思想和税法信仰在内的三层结构等。
　　其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的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并且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税法学》第九章在这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该章以“税法意识的内容”为框架，把税法的意识与税收的正当性、税收的合法性和对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等问题联系起来，论证了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的协调统一性。而且，该章在叙述了税法意识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税法意识现代化”的命题，论证了税法意识现代化的标准和方式；也即论证了在现代社会如何培养税法意识的问题。
　　第三，在法律原则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税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传统税法学习惯直接借用税收学的基本原则作为税法学的基本原则。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将西方国家税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税收法定主义介绍到我国之后，[7]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学者问津，[8]此后便掀起了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研究的热潮。这以后的税法学教材、包括《财税法学》一书在内也大多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学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
　　笔者以为，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中国税法现代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凸现了税法基本原则真正的法学意味，而且在于我们能够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掘出来的“同意”的核心要素。[9]换言之，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以“同意”作为人民纳税与国家征税的唯一前提；这种“同意”从抽象层面上看，又构成了人民和国家为达成就税收问题的“契约”而进行的“意思表示一致”。依笔者之见，经由此种就税收而同意并达成的“契约”在法中的表现形式，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税收法定主义”本身，这是人民与国家之间就税收问题所达成的最根本的契约，是一种概括式的同意，此种同意必须在宪法中加以体现；其次是“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可以视为上述根本契约的具体化，即税收活动所依据之法乃是依据此根本契约——税收法定主义，经由人民代议机关通过对国家征税的具体个案、或者说具体税种进行讨论，并以决议的方式以及法律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契约”。
　　由此，税收法定主义进而还影响到了税法学基础理论的其他方面。例如，它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务关系性质提供了理论支持，使我们可以将税收之债从抽象层面上确定为是一种“契约之债”。再如，通过对税收法定主义以“同意”为核心的历史意义的发掘，为我们重新认识税收（债务）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佐证。“同意”或称“意思表示一致”本身就表明缔结“税收契约”的双方主体、即人民和国家之间是平等的。虽然，这种“同意”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抽象概括，但必然会影响到制度层面上的具体实践；加上我们对传统税法学所主张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观点的批判性分析，最终得出其主体各方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的结论。[10]而这也正是《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浓墨重彩、着力论证之处。两书均以单独一节从税收的经济本质、法治理论和税法的发展史的角度分别论证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参见《税法学》第95-103页，《财税法学》第348-352页）《税法学》一书还在阐述了认识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意义之后，指出了其实现的方式和途径。（参见《税法学》第103-107页）
　　第四，在制度建设方面，将税收实体法定位为税收债务法，以“债”的观念为核心来构建和阐释税收实体法律制度。
　　传统的税法学教材中，税收实体法主要就是税种法，按照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的顺序排列。而在税法学较为先进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从债的角度来阐释税收实体法的。这种方式虽然在我国大陆地区早有介绍，但在《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之前，尚无人予以借鉴和援用；可以说，二书在这方面开了我国大陆地区的先河。
　　笔者以为，税收债务法，从名词上看，虽然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制度，且主要是税法与私法进行多方位结合的产物。但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就会发现“税收债务法”的提出，并非仅仅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制度那么简单。
　　首先，制度的创建与形成必然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税收债务法正是在对传统税法学基础理论加以反思与重构的前提下才得以产生的。将税收作为一种“公法之债”的认识，在我国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不仅民商法学等法学学科和税收经济学科的学者尚未予以认同，即便是在税法学界内部反对者也有人在。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将税收实体法作为税收债务法已是一种常识，1977年的《德国租税通则》修订时，其规定有关纳税人之实体权利义务的第二章更以“租税债法”为题。[11]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已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基础理论来支撑其税收债务法制度。换言之，如果不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定性为债务关系，如果不注重私法理论和制度对税法可行也是必要的借鉴和引入，税收债务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难以让人信服。所以，《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它们不仅将税收债务关系作为全书的主线之一，而且还充分借鉴私法上债的制度，论证了税收之债的产生、变更、消灭和保全及担保等基本问题，为税收债务法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其次，税收债务法虽然是税法众多具体制度群中的核心内容，但“独木不成林”，它不可能不与其它税法制度发生联系，势必会带动其它税法制度随之跟进而与之保持协调。换言之，税收之债的提出和界定，不仅为税收实体法的重构提供了支点和核心，而且为从债的角度去理解税法的其他制度提供了可能。例如可将税收程序法理解为，依税收债务法的实体性规定，将税收之债的具体内容加以落实的程序性规范；将税收救济法理解为，当在税收之债的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给予被侵害方以救济的法律制度等等。
　　第五，在学科体系方面，《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基本奠定了现代税法学的学科体系，而且各有特色。
　　具体而言，在“税法总论”部分，《税法学》一书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的税法学教材之一。除了传统上的税法概述、税法的历史演进、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立法等内容外，该书还将税法适用、税法解释、税法漏洞补充和税法意识等问题也涵盖进来，其中某些内容，如税法适用和税法意识等问题，其论证的体系化和详尽度，也是此前所未见。此外，《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都提出了“税法学范畴”的命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税收之债、税收要素、税法主体、税收行为、税收权力、税收权利、税收义务和税收责任等可以作为税法学的重要范畴。（参见《税法学》第6-7页，《财税法学》第339-340页）虽然两书对上述范畴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已足以表明作者前瞻性的眼光，也将引领今后税法学在这方面的发展方向。
　　《财税法学》一书的特色则表现在现代税法学的整个学科体系方面。传统税法学教材在学科体系方面，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但大致是按照税法总论、税种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征管法（税收程序法）的顺序来排列的。《财税法学》的税法学部分则共分为五编，分别为税法总论、税收债务法、税收程序法、税收责任法和税收救济法。这一体系相对于上述传统税法学体系来说，其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将税种法（税收实体法）直接定位为“税收债务法”，对此前文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二是将税收责任法和税收救济法从传统上的税收程序法中单独划分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税收程序法实际上是广义的范畴，《财税法学》一书则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税收程序法，从而使税收责任问题和税收救济问题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出来。笔者以为，这种独立并非仅仅是追求体系上的变化或创新，而在于使“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念能够通过对“责任”和“救济”的强调得到贯彻。“责任法（学）”在传统的法律体系和法学学科中的地位向来颇有些尴尬，尤其是作为公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的责任，在法律条文中或者是“缺位”或是被“虚化”，从而使大多数公法法律成为单纯的相对人的“责任法”或“义务法”。在主张包括依法行政、依法治税在内的依法治国的今天，明确公权力机关的责任应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而要贯彻税法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念，必然要确立税务机关等征税主体的相关责任，否则“权利保护”会由于缺乏对方主体的法律责任而流于形式。因此，《财税法学》一书中“税收责任法”的独立成编，为税法领域中责任问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为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的落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诚如该书所言：“鉴于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要进一步完善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健全追究征税主体责任的法律规定，加大惩治违法和滥用征税权的力度，这是提高依法征纳税意识、实现税收法治的重要环节。”（《财税法学》第666页）
　　税收救济法也是如此。如果说税收责任法是从实体的或结果的角度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的贯彻的话，那么，税收救济法则是从程序的或过程的层面对这一理念的实践。我们仅仅从名词的变化上就可看出，“救济”一词本身就是针对作为税务行政机关相对人的纳税主体而言的，是当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侵犯其权益时对其获得补救的途径和方式的概括性表述，较之传统上“税收争讼法”一词，体现出了向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倾斜。另外，《财税法学》中“税收救济法”编将行政救济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较好地引入到税法当中，使税收救济法的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
　　
　　三、差距：理想与现实之间
　　
　　尽管《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取得了上述成就，尽管笔者将二书作为中国税法学现代化阶段进程的标志，但距离我们目前所能设想的中国现代税法学来说，二书应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首先，是税法的价值问题。应该承认，二书在税法总论的内容体系方面已经相当完备了，尤其《税法学》一书，将近一半的篇幅都用在税法总论方面，但却惟独没有涉及到税法的价值问题。“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2]笔者以为，税法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税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注释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的建构解释的更高水平，使税法学真正走向成熟。
　　此外，还有税收法律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税收法律行为对税法学研究的重要性与税收法律关系难分轩轾。但目前还鲜见有关税收法律行为的研究。[13] “如果说传统法学侧重于研究规范（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那么，现代法学的焦点正在从规范重心转移到行为重心，并通过观察、解释法律行为来解释法律现实。” [14]因此，现代税法学中税法的价值和税收法律行为问题的理论空白，还需要我们去填补。
　　其次，是税法学对其他法学学科的借鉴问题。这虽然是目前税法学研究所必要的，但运用不当的话，有时反而会使论述显得较为烦琐。例如二书对法理学问题的引用，如果并非要对法理学上成熟的理论问题提出一些新的创见的话，似乎无须大量地直接加以援引；再如对税法的解释等理论问题，似乎仅仅是将法理学的有关知识直接套用，此点即便是在台湾学者的论述中也不例外，或许这正是其不成熟的表现之一。
　　再次，是税收债务法的原理在税法制度中如何具体化的问题。我们既然将税收之债作为重构税收实体法的核心，那么有关税收之债的一般法律原理应当是可以运用到税种法制度当中去的。《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均指出：“税收之债按其性质不同，一般分为流转税之债，所得税之债、财产税之债和行为税之债。相应的，税收债务法也可以分为流转税债务法、所得税债务法、财产税债务法和行为税债务法。”（《税法学》第307-308页、《财税法学》第393页）《税法学》一书还将税种法的具体内容分别归列于税收要素所包含的税收债务人、征税对象（征税客体）、税基（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特别措施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但在《财税法学》一书的“税收债务法”编中，税种法的内容却仍然回复到传统的法条罗列方式上，没有将《税法学》一书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继续下去，不能不让人感到稍许遗憾。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税收程序法、税收责任法和税收救济法当中。如何将税收之债的原理和其背后所蕴涵的税法与私法之间在制度方面多方位和多形式的深入结合，或许正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
　　当然，上述批评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因为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差距是永恒的，始终存在与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税法学现代化中的“化”，其实已经表明其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极致。而到今天为止，包括《税法学》和《财税法学》在内的所有研究成果，除了展现我们在中国税法学现代化之路上所作的孜孜努力和不懈探索之外，其意义可能更加体现在作为他人批评的对象、改进的参照和今后研究方向的指引方面。毕竟今天只是连接人类昨天和明天的桥梁，毕竟我们离中国现代税法（学）的目标还有很远。
　　
